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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的政治生活與青年精神構造 

──論王安憶《啟蒙時代》與畢飛宇《平原》 

蘇敏逸 

（收稿日期：107年 1月 18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 5月 4日） 

提要 

王安憶（1954-）和畢飛宇（1964-）分別在文革結束三十年前後出版了以文革為背景

的長篇小說《啟蒙時代》（2007）和《平原》（2005），這兩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青少年，

小說涉及文革時期青少年的青春狀態與生命困境；同時，由於兩部小說的背景都是政治力

相對強大的文革時期，小說都涉及政治規訓與日常生活，革命思想及其落實為現實層面的

政治生活與傳統民間生活之間相互碰撞與理解、滲透與交融、隔膜與斷裂的複雜關係。本

論文將透過兩部作品的對照比較，觀察兩位作家如何呈現文革生活與文革時期的青年精神

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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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許子東的《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革命》以文革結束後二十年內（最早的是

1978 年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最晚的是 1996 年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辭典》）出

版的五十部重要的文革小說為對象，以普洛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分析俄國民

間故事的歸納方法，概括文革小說的基本敘述模式，並藉由分析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形象、

情節發展及其所形成的敘事功能，歸納出文革小說四種敘事模式：「契合大眾審美趣味與

宣洩需求的『災難故事』」、「體現『知識份子－幹部』憂國情懷的『歷史反省』」、「先鋒派

小說中有關文革的『荒誕敘述』」、「『紅衛兵／知青』視角的『文革記憶』」。1
2000 年之後，

王安憶（1954-）和畢飛宇（1964-）分別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三十年前後出版了以文革為背

景的長篇小說《啟蒙時代》（2007）和《平原》（2005），這兩部小說都無法被上述四種文

革小說敘事模式所歸類，可以說開拓了文革敘述的新視角和新模式。 

將王安憶與畢飛宇的這兩部小說並置討論，似乎有點怪異。從作家來說，除了性別差

異，在年齡上，兩位作家相差十歲，王安憶屬於「知青」一代的「50 後」，畢飛宇則是在

文革中度過童年的「60 後」；從作品來說，王安憶《啟蒙時代》的時空背景是文革初期

1967-1968 年的上海，主人公是革命幹部子弟；畢飛宇的《平原》則是文革末期 1976 年夏

天到冬天的蘇北農村「王家莊」，主人公是農村出身、在鎮上高中畢業的「文化青年」。儘

管兩部小說在時空背景和主人公身份的設定上有所差異，但這兩部小說也有相近之處。首

先，兩部小說的主人公都是青（少）年，小說涉及文革時期青少年的青春狀態與生命困境；

其次，由於兩部小說的背景都是政治力相對強大的文革時期，小說都涉及政治規訓與日常

生活，革命思想及其落實為現實層面的政治生活與傳統民間生活的複雜關係，兩者之間的

相互碰撞與理解、滲透與交融、隔膜與斷裂，正是小說特別精彩的部分。 

而就作家的寫作位置來說，兩人也有相近之處，兩人都更接近「旁觀者」，而非「參

與者」。所謂的「旁觀者」包含兩層意涵，一方面指在小說所描寫的時空背景與人物青春

狀態中，兩位作家在當時都是「旁觀者」，而非和歷史現實直接碰撞的人。《啟蒙時代》的

主人公南昌出生於 1951 年，其他如陳卓然、小老大、阿明等人都比南昌年長，而王安憶

出生 1954 年，她曾說《啟蒙時代》中的「那個時代是我已經有認知能力的時代」，「又和

                                                        

1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臺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 20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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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點距離，因為小說中人物的經驗是我不曾有過的」，「他們好像是那個時代的主流，而

我是旁觀者。」2相較於《啟蒙時代》中南昌等人的經歷，王安憶文革之前及文革初期的

個人生活與學校經驗，更完整表現在散文集《兒女英雄傳》3中。而《平原》中的時空背

景是 1976 年，當時的畢飛宇才十二歲，他的生命經驗是他在散文集《造日子》4中所描述

的，在廣闊的蘇北大地體驗生活。 

另一方面，兩位作家都在文革結束近三十年，重新回來書寫文革背景的小說。王安憶

的諸多小說都涉及文革背景，除了創作初期的「雯雯」系列短篇小說到《六九屆初中生》，

圍繞著作家個人作為知青的文革經驗，此外，從八○年代的〈流逝〉、〈命運交響曲〉、〈閣

樓〉、〈荒山之戀〉、〈崗上的世紀〉等到九○年代的〈叔叔的故事〉、〈「文革」軼事〉、〈文

工團〉、〈隱居的時代〉等中、短篇小說，也都涉及文革背景。但從《長恨歌》起，王安憶

更被文壇注意的是一系列有關上海世俗生活的小說，包括《妹頭》、《富萍》、《上種紅菱下

種藕》、《桃之夭夭》、《遍地梟雄》等，直到《啟蒙時代》又重新回顧年少時期經歷的文革

歷史。而畢飛宇九○年代創作初期的作品帶有先鋒色彩，九○年代中期經歷了從先鋒轉向

現實書寫的過程，以「寫人物」作為創作訓練的新起點，更為具體地描寫當代中國社會的

現實問題與精神困境。而從新世紀開始，畢飛宇接連發表中篇小說〈玉米〉、〈玉秀〉、〈玉

秧〉與長篇小說《平原》，開啟了對七○年代的歷史書寫，其中的《平原》更完整地體現

文革時期的農村生活。中年之後對年少時期文革生活經驗的回顧，使得作家對其所描述的

歷史狀態保持一段距離，而有更鮮明的「宏觀」視角。 

整體來說，兩部作品都帶有作家少年時期的記憶與印象（王安憶在文革初期與畢飛宇

在文革末期，正巧都是十二、三歲的年紀），同時包含著中年之後對文革歷史的某個面向

的整體把握與反省。本論文想在這兩部作品種種相異又相同的參差對照中，觀察兩位作家

如何呈現文革生活與文革時期的青年精神構造。 

二、王安憶《啟蒙時代》：「革命第二代」的青春課題與精神突圍 

                                                        
2   王安憶、張旭東：〈成長‧啟蒙・革命──關於《啟蒙時代》的對話〉，《對話啟蒙時代》（北京：生

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 3。 
3   王安憶：《兒女英雄傳》（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在王安憶對小學生活的描寫中，隱隱可見文

革發生前後社會氛圍的變化，但因小學生沒有參加革命的資格，因此當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們都

是紅衛兵運動外圍的觀望者。 
4   畢飛宇：《造日子》（臺北：九歌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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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在〈「思想事件」的修辭──關於王安憶《啟蒙時代》的閱讀筆記〉5一文中提到

朱學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朱學勤的這篇文章幫助讀者進入《啟蒙時代》的「南昌

們」的時空背景與精神狀態： 

 

一九六八年前後，在上海，我曾與一些重點中學的高中生有過交往。他們與現在電

視、電影、小說中描述的紅衛兵很不一樣，至少不是打砸搶一類，而是較早發生對

文化革命的懷疑，由此懷疑又開始啟動思考，發展為青年學生中一種半公開半地下

的民間思潮。我把這群人稱為「思想型紅衛兵」，或者更中性一點，稱為「六八年

人」。6
 

 

朱學勤出生 1952 年，當年他才小學畢業，與王安憶一樣，屬於「紅衛兵運動」的旁觀者。

文中敘述他年少時期深受「六八年人」的吸引，在弄堂口等候這些兄長般的大伙伴回家，

聽他們講述在校園內發生的思想辯論。後來在中學畢業決定分配插隊的地點時，朱學勤選

擇了河南省蘭考縣，原因在於那裡有九個上海重點中學的高中生組成了一個邊勞動邊讀書

邊論辯的集體戶。1972 年進工廠，這群人又和另一個更有思想氣息的集體戶聚攏，朱學

勤將之稱為「民間思想村落」。7朱學勤所描述的文革生活與我們透過各種文革文本所得到

的普遍印象頗不相同。王安憶也曾提到在各種文革敘述中，文革被描繪成比較簡單的東西，

似乎就是政治、性與暴力，然而生活卻是更為複雜的狀態，生活的局部仍有許多豐富的內

容。8王安憶的《啟蒙時代》頗可與朱學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相互參照，然而，不

同於朱所懷念和惦記的，那段被隱沒的思想時代，《啟蒙時代》更多呈現「革命第二代」

的青春困頓和迷茫，以及他們尋找精神出路的過程。 

《啟蒙時代》有具體的時間與年齡標的，小說描述的主要時間是 1967 年底至 1968

年間，正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原本由革命幹部子弟領導的紅衛兵運動被造反派及

更廣泛的群眾運動取代之後，到 1968 年底知識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兩個政治運動之

間，對青年學生來說較為「平靜」的年代。小說指明南昌生於 1951 年，從其他敘述可以

推得小說中的幾個重要人物的出生年份：小老大韋海鷗 1944 年生、陳卓然 1946 年生、何

                                                        
5   王堯：〈「思想事件」的修辭──關於王安憶《啟蒙時代》的閱讀筆記〉，《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

3期（2007年 5月），頁 16-24。 
6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1995年第 10期（1995年 10月），頁 55。 
7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頁 55-56。印紅標在《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一書中，對「上山下鄉運動」時期各地形成的「民間思想

村落」有較為完整具體的討論，頁 233-266。 
8   王安憶、張新穎：《談話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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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明 1950 年生。與時間同樣具體的，還有對每個人物的家庭背景、過往經歷和性格、生

命狀態的描述，這些訊息有助於理解這群從邊緣進入中心，又從中心被推擠到邊緣的「革

命第二代」的青年精神構造。 

（一）「革命第二代」的青春困境──革命身份的喪失與革命教條的空洞性 

《啟蒙時代》出版以來的學界討論，最多圍繞著書名「啟蒙」一詞，從康德的「啟蒙」

概念出發，討論「啟蒙」概念的挪用或反諷、在「非理性」的文革時代如何講「啟蒙」、「啟

蒙」的內涵、誰「啟」誰的「蒙」、「啟蒙」是否完成或成功等問題。9這些討論無疑是重

要的。但在我看來，小說最獨特的卻是呈現與「啟蒙」一詞相反，或者可以說與「啟蒙」

一體兩面的，革命第二代青春生命的「蒙昧」狀態：在主人公看似滔滔不絕實則虛張聲勢

的革命言談中，處處呈現他們生命經驗的單薄、社會經驗的匱乏、對革命的簡單理解、對

理想的簡單想像等等，而小說也從每個人物的生命歷程與生存狀態反襯政治教條的簡單與

粗暴，整體呈現共和國政治教育下的青春問題。主人公南昌和他的伙伴們在此過程中逐漸

發現或重新認識自我，包括我是誰、我的生命狀態、我從哪裡來、我該往哪裡去、我與他

人的關係、我與社會的關係、革命與個人生命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可以說是青春的自我

主體逐漸形成的複雜過程，而此過程到小說結束也並未完成。 

小說主人公「南昌」革命幹部子弟的身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王朔的〈動物凶猛〉10，

但相對於〈動物凶猛〉中敘述者「我」及其伙伴抽煙、遊蕩、打架、泡妞的肉體欲望和莽

撞躁動，南昌們無疑更為「內向性」和「精神性」。小說描述南昌既中心又邊緣、看似革

                                                        
9   其中較重要的論文有張旭東：〈「啟蒙」的精神現象學──談談《啟蒙時代》裡的虛無與實在〉，王安

憶、張旭東：《對話啟蒙時代》，頁 61-100，本文將小說中的人物劃分為「革命第二代的主角系列」、

「父母系列」、「女孩子系列」、「對話者系列」，分析四個系列人物之間的影響關係，並以「教育小說」

的概念論述小說題旨。陳思和：〈讀《啟蒙時代》〉，《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 3期（2007年 5月），

頁 25-32，本文偏重在對主人公南昌精神摸索的分析，並依每個階段關鍵的影響人物共分為「陳卓然」、

「小老大」、「舒拉」、「嘉寶」與「高醫生」等五個階段。薛毅：〈革命與啟蒙──讀王安憶《啟蒙時

代》〉，《棗莊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6 期（2011 年 12 月），頁 1-9，本文藉由對南昌進入上海市民生

活的討論，認為《啟蒙時代》中的革命不是為了超越市民社會，而是回歸市民社會，由此批評《啟

蒙時代》所迴避的問題。黃錦樹：〈文革作為啟蒙，或啟蒙的反諷──論王安憶的《啟蒙時代》〉，《華

文文學》2014 年第 4 期（2014 年 8 月），頁 9-17，本文透過對王安憶《啟蒙時代》內容的討論，論

述本書與之前的作品《隱居的時代》的承接關係，並將之與李銳、史鐵生、王小波等人的文革小說

相互比較，批判《啟蒙時代》所呈現的官方意識形態立場，與康德、福柯對「啟蒙」論題的精神相

去甚遠。張志忠：〈誤讀的快樂與改寫的遮蔽──論《啟蒙時代》〉，《文學評論》2008年第 1期（2008

年 1 月），頁 173-180，王安憶在《啟蒙時代》中大量引用馬克思的經典〈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日〉，本文論述王安憶的小說如何誤讀、曲解馬克思的原意，由此產生「啟蒙」的侷限。 
10  王朔：〈動物凶猛〉，《動物凶猛》（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 6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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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驕子實則孤獨空洞的生命狀態。南昌們「外來者」的形象既是現實的，也是象徵的。作

為上海這座城市的「外來者」，南昌這些革命幹部子弟在上海郊區的寄宿中學原本並不出

色，他們的成績不特別優秀，生活比較簡樸，說話可能還帶有鄉土口音，與上海市民在語

言和氣質方面都不相同，但他們的被服來自軍需配給，又帶有特權的意味。文化大革命開

始，他們戴上了紅衛兵的紅袖章，從邊緣擠入中心，成了學校的主角，然而不到幾個月，

作為文革中「保皇派」的他們就被「造反派」打倒，有些人甚至被拘捕，「戰友」們一哄

而散，他們又回到邊緣的狀態。11小說描述南昌在學校教室的「星星之火戰鬥隊」司令部，

只剩他一個人，在夜晚獨自抄寫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驅遣被遺棄的

感覺，而他堅持留校也並非有什麼理想，只是不想面對因政治問題而被隔離審查的父母，

他因父母政治上的「不正確」、「不進步」而產生想與父母劃清界線、對立而隔膜的心理。

同時，南昌和父母的關係原本也是疏離的，父母早年熱心於革命，一心向外，並不管家，

南昌的父親是華東局一位高級領導的秘書，因領導在中共建國初期涉入分裂事件而被清除

出黨，12南昌的父親也被牽連，在盛年失去政治前途，領個虛職賦閒在家，心情消沉抑鬱，

而母親在父親被隔離審查不久即畏罪自殺，再加上與上下兄弟姊妹的年齡差距，使南昌的

青春狀態格外孤獨自閉。 

家庭與革命的雙重邊緣感和孤獨感，開啟了南昌認識自我與世界的契機。小說由此展

開縱向與橫向兩個部分的發展。縱向方面，南昌在重新認識父親的過程中確認自我的來歷，

從而確認自我在革命浪潮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也透過因革命而停學之後的遊蕩生活，

逐漸拓展他的生命經歷，這些經歷又反過來重塑他的自我認識；橫向方面，小說設置陳卓

然、小老大、何向明及一群上海出身的女孩，他們既帶引南昌認識世界，又與南昌相互襯

照、對比，展現文革初期上海「外來者」與「本地人」（被南昌稱為「小市民」）的氣質差

異與青春狀態。小說的縱向與橫向結構由此綰合起來。 

南昌最先遇到的困境是革命身份的喪失。小說一開始即提到紅衛兵鼓吹的「血統論」，

這個最早為紅衛兵建立特權，甄別革命資格的篩選辦法，卻成為他們失去革命資格的原因：

                                                        
11  文化大革命最早興起的一批紅衛兵是官員或軍官子弟，但在 1966 年 10 月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

點名劉少奇和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反動路線的當權派，是文化大革命主要批判的對象後，原本

強調「血統論」、「自來紅」的紅衛兵父母多半被批為走劉鄧路線的資產階級反動份子，這些原本激

進的青年也因父母政治地位的改變而成為「保皇派紅衛兵」，原本因出身不好而無權參與文化大革命

的大批學生則加入毛澤東用以對抗黨機構的「造反派紅衛兵」。參見荷‧馮客：《文化大革命：人民

的歷史 1962至 1976》（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年），頁 141-153。小說中的南昌及他的伙伴

們都屬於「保皇派紅衛兵」。 
12  陳思和和張旭東都指出南昌父親的經歷影射新中國建立後，中共黨內第一起嚴重的政治鬥爭──發

生於 1953年至 1955年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事件。參見陳思和：〈讀《啟蒙時代》〉，頁 31。

王安憶、張旭東：〈成長‧啟蒙‧革命──關於《啟蒙時代》的對話〉，《對話啟蒙時代》，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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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創造的血統論，正好用來反對他們自己。」13瞬息萬變的革命情勢讓他們在劉少奇、

鄧小平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批判對象後，一夕之間由「紅」轉「黑」，從原本的官員、

軍人子弟成為「資產階級反動份子」的兒女。14革命身份的喪失迫使南昌重新檢視「我是

誰」的問題，而南昌對自我與父輩的重新認識也暗暗影射他們所提出的「血統論」的簡單

粗暴，現實遠比革命理論教條複雜得多，王安憶幾乎詳述小說中每一個人物的出身經歷，

用意即在此。這一問題組成小說最重要的結構，但因南昌對父親疏離、憎恨的態度，使這

個問題在第一章提出之後就被暫時擱置，直到南昌經歷種種遊蕩，到小說最後的第六章與

父親爭論的過程才逐漸理解父親的精神歷程，雖然理解並不意味著認同。 

南昌的父親為他的長子取名「南昌」，原因在於那是南昌父親的出生地。作為被共產

黨革命教育養大，又是革命幹部的孩子，南昌很滿意自己的名字，因為「南昌」之名與「南

昌起義」相互連結，富有共產黨革命歷史的意涵與想像。但事實上父親的曾祖一輩曾經發

達，在鄉下有田產，在城市裡還有工廠和商舖，是標準的地主階級，這個階級被共產黨視

為剝削階級，是最主要的階級敵人之一。只是到了父親一代，戰亂、瘟疫和災禍使家族敗

落，來不及趕上輝煌時代的父親對故鄉南昌的印象盡是死亡陰暗，因此形成南昌父親青春

生命的抑鬱性格。南昌父親自陳自己年輕時走上革命的原因，是因為南昌「亞熱帶濕潤季

風氣候使人抑鬱」（頁 313），而革命成功地轉移、拯救了青春時期因抑鬱而產生的虛無主

義心理，使生命有所安頓，因此他走上激進的革命道路，從此與故鄉南昌告別。南昌父親

將自己定位為「小資產階級知識份子」，為兒子取名南昌，強調的是具有遺傳性的「階級

烙印」。兒子與父輩對命名「南昌」的理解誤差，某種程度說明革命思想資源的匱缺，或

者說革命理論缺乏與在地性的連結，因此無法有效地傳承：父親走上革命之路不是因為理

想，因為「人民」，而是為了解決自身的精神困境，為了告別憂鬱；南昌原本認為自己擁

有驕傲的革命嫡系血統，但父親對自己的認知卻是有著地主血統並帶著抑鬱病的小資產階

級知識份子。小說裡父親用一段形象化的文字說明這種革命思想內涵匱缺的狀態： 

 

在我們做青年的時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後，漸漸有輪廓。是啊，

是啊，我們把輪廓交給了你們，卻沒有光，沒有給你們光，因為我們也沒有。（頁

317） 

 

父子之間的斷裂，也可以看做是革命理論／理想／概念與現實的斷裂。父輩沒有指引出路，

                                                        
13  王安憶：《啟蒙時代》（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 14。以下小說引文採隨文註。 
14  有關紅衛兵運動時期「老紅衛兵」、「保守派」和「造反派」身份與各派別思潮上的差異，可參見印

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頁 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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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留下太多可供參考的革命遺產，南昌的困境也只能由南昌自己去摸索。但在父子的

長談中，父親的抑鬱消沉、頹喪無語，使南昌對父親產生同情，「他很想幫幫這個人，這

個他稱為父親的人。」（頁 317）南昌對父親產生溫和的心情，終於融解自小說起始便存

在的父子之間的僵局，也打開了兩代相互傾聽、理解和對話的可能性。同時這也是第一次，

南昌對「自己」之外的「他者」，產生了想要「幫助」的念頭。為「他人」的心，不才應

該是「革命」真正的源頭嗎？對照小說最初的南昌只擁有空洞的革命教條，此時他的生命

終於有了「為他人」的溫暖的念頭。 

（二）「革命第二代」的學習之旅——關於生活與生命 

在小說首尾環合、南昌自我認識的結構中，南昌展開了生命與精神的遊歷。這個遊歷

過程最重要的媒介是陳卓然。陳卓然既是南昌的引領者，帶引他從「戶內」到「戶外」，

也是南昌生命經驗的對照者。在南昌與父親關係緊張，以及南昌父親被隔離審查的期間，

南昌「無父」的狀態因陳卓然「兄長」身份的出現而稍有彌補。南昌母親自殺之後，南昌

回家住在「父親不在場」的父親書房裡，形成南昌作為革命第二代的空洞象徵：雖然在革

命隊伍裡，但革命思想與資源的傳承主體（父親）卻不在場。小說第一章第六節「戶內」，

陳卓然到南昌家，在南昌父親的書房中與南昌大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取代了南昌父

親作為革命前輩的位置。但陳卓然的出現也未能解決革命思想的傳承問題，因為陳卓然對

革命思想的論辯仍是理論、修辭的，而非落實在具體的實踐上，與真正的社會改革、人民

福祉相去甚遠。因此小說寫到陳卓然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保皇派」用馬克思的名作〈路

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來批評「造反派」時，小說敘述者是這樣描述的： 

 

這場運動，無論它真正的起因是如何具體，落到遠離政治中心的地方，再落到這些

尚未走進社會生活的學生中間，已經抽象成一場思想的革命。你可以說它是空洞和

盲目的，可無庸置疑，它相當純粹，它幾乎是一場感情的悸動，甚至，帶著審美的

傾向。每一場大辯論，由一個政治觀點發起，然後迅速過渡到詞藻的交鋒，變成美

文的競賽。（頁 29，引文黑線為筆者所加）。 

 

從「感情的悸動」、「審美的傾向」到「詞藻的交鋒」、「美文的競賽」，說明陳卓然所展現

的，不過是革命貴族知識青年青春生命的自我表現，不無逞能炫耀的意味。但是作為南昌

的對照者，陳卓然的性格比南昌更為開放自在，因此南昌的人際關係處處顯得緊張隔膜，

而陳卓然則更容易打破人際之間的界線，理解人我的差異。陳卓然到南昌家聊天，南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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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在書房和陳卓然單獨談話，而不願意讓大姊二姊加入，相較之下，陳卓然能與南昌的

姊姊們閒聊各種不同的話題，因此他的生命視野比南昌更寬大。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卓

然成為南昌重要的引領者。在第一章第七節中，陳卓然帶著南昌「走向戶外」，認識了小

老大。而從「戶內」到「戶外」，也意味著從革命教條中走出來，看到外面的世界。 

如果說陳卓然是南昌革命方面的兄長，那麼小老大就是南昌生活（生命）方面的兄長。

小說不斷以「戶內」、「戶外」的意象來呈現南昌生命經驗的逐步擴大。第二章第九節的標

題「又一種戶內」，是小老大家的「沙龍」，這一種「戶內」卻也是另一種「戶外」。小老

大的出身成分更為複雜，他的生父是國民黨桂系將領白崇禧部下的副官，母親是上海市民

階層出身的話劇演員，抗戰末期桂林戰事吃緊時父母分別。母親後來在國共內戰中加入了

新四軍，中共建國後再嫁軍區政治部的副主任，小老大也因為繼父的關係而「晉升」為革

命幹部子弟，如果不是因為「繼父」，小老大完全是個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小老大因幼年

罹患肺炎而長期由生活在上海的外婆帶大，因此小老大不論在血統上或生活上，都可說是

外來的革命幹部子弟和上海市民的混合者和中介者。小老大的病體使他長居家中，遠離政

治與革命，像是一種與現實隔離的「戶內」，但同時又是革命之外的「戶外」，他讓南昌看

到革命之外的世界，包括自然（植物）的世界、中國古典世界（聽小老大朗誦《離騷》、《九

歌》）。而正是在革命教條、理論之外的廣大世界，南昌看到自己的局促不安，捉襟見肘：

不論是青春時期最主要的人際關係與異性、愛情問題的處理，或對生命、世界的認識，都

顯得那麼無知無能。 

小老大的病體使他的「沙龍」散發著腐朽的死亡氣息，但他對植物的熱愛使他從植物

的自然進化與生死榮枯的循環獲得生命的感悟與智慧，又顯現生機。在一次南昌對同儕「小

兔子」提出輕率的批評時，小老大向南昌介紹熱帶植物「龜背」，這種植物為了避免熱帶

急遽的暴雨傷害闊大的葉面，因此在葉子上形成漏孔以抵銷大雨的沖擊力，小老大以「龜

背」形容「小兔子」：「小兔子就是龜背進化以後的葉子。」（頁 87）「龜背」漏孔的形成

是個體與現實磨合之後尋求和諧共存的自然發展，也符合「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小老

大由此對照小兔子的柔軟親和與南昌的尖銳嚴肅，點破南昌緊張僵硬、格格不入的人際問

題。也是在小老大和「小兔子」柔軟的潛移默化下，南昌得以融入群體，並在第二章第十

節「又一次走向戶外」，與伙伴們一起窺探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透過一群上海女孩，南昌們這群外來的「革命第二代」深入上海這座大城市的街坊弄

堂，它們為南昌打開了廣闊的城市市民生活面貌。南昌在這裡受到的最大教育是「階級問

題」和「異性」，仍然圍繞著共和國政治教育下的青春問題。「階級問題」的「師長」是作

為「資產階級敵人」的嘉寶爺爺「顧老先生」，南昌們操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和革命語

言，裝腔作勢地「夜審」「階級敵人」顧老先生，卻被顧老先生刻苦艱辛的成長與發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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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深深吸引，也在與顧老先生的辯論中感到精神亢奮的快樂，甚至連顧老先生也陶醉在自

己驕傲的往事中。顧老先生的故事同樣質疑強調純正，過於簡單的血統論與階級論：許多

資產階級早年都有難以想像的困苦過往，他們是靠著聰明才智、天生秉賦與勤勉節儉，學

習技術和經營管理，才得以發家致富。在王安憶對上海市民的認識中，她發現由於中國現

代化的發展時間較短，中國的資產階級「腿上還帶著兩腳泥，還在草創階段。」15而幾乎

所有的上海市民都與農村鄉土有著緊密的聯繫。16小說中嘉寶反擊「革命第二代」對資產

階級的批評時，提到祖父的生活勤儉近乎「小氣」，他們用錢的方式還不如「革命幹部家

派頭大」（頁 184）。 

如果說在「階級問題」方面，南昌等革命小將顯得刻板教條、不知歷史、世事之複雜，

那麼在「異性」問題方面，南昌就是蒙昧混沌了。青春萌動，南昌先是喜歡葉穎珠，但兩

人約會的方式就是站在葉穎珠家樓下的門口，看著人進人出閒聊，而他們的閒聊卻又是「面

對面，各說各的」（頁 142），扯些無關緊要的事。而後他被嘉寶的身體吸引，在兩人獨處

時性欲勃發將嘉寶壓在身下，「他繼續將嘉寶壓了一會兒，終究也不知道再要做什麼，於

是，讓開身子。」（頁 182）後來他讓嘉寶懷孕了，整個人都「蒙」了，只能尋求小老大

的幫助。他與葉穎珠、與嘉寶的「愛情」完全是不知所以的朦朧狀態，這段情感教育最重

大的「收穫」就是他陪伴嘉寶去找高醫生進行手術。在這場手術中，他真實地感受到嘉寶

的疼痛，並為嘉寶的疼痛感到痛苦、慘烈和恐懼。雖然南昌關注的仍是自己的痛苦，但他

終於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這是人我相互理解溝通的重要關鍵，也是生命的重要啟迪。

另一方面，當南昌在手術室外感到痛苦而無助時，高醫生這個曾經被紅衛兵批鬥過的「牛

鬼蛇神」，在手術後像母親一般坐在南昌的身邊和他聊天，用「沒父沒母的孩子」連結兩

人共同的命運，讓南昌感到親切和放鬆，然後她跟南昌說了她的學校校訓：「光和真理」。

高醫生的經歷再次反襯血統論的粗暴與紅衛兵運動的蠻橫，而這個「牛鬼蛇神」反過來成

為「革命第二代」的溫暖安慰與精神啟蒙，又凸顯革命小將的魯莽無知。同時，高醫生提

出了校訓「光和真理」，雖然小說中並未明言這「光和真理」有著怎樣的內容，或者應該

有怎樣的內容，也或許每個人、每個社會、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答案，但它意味著生命應

該要有超越性的、精神性的、能夠指引生命的，如光一般溫暖希望的存在。 

如前所述，陳卓然既是南昌的引領者，也是南昌的對照者。小說自第一章以詳筆開展

南昌的生命經歷，而陳卓然將南昌介紹給小老大之後，功成身退，離開小說舞台，直到第

五章，王安憶才以略筆簡述陳卓然摸索生命出路的方法。南昌和陳卓然的生命變化在小說

                                                        
15  王安憶、張旭東：〈成長‧啟蒙‧革命──關於《啟蒙時代》的對話〉，《對話啟蒙時代》，頁 56。 
16  王安憶：〈市井社會時間的性質與精神狀態──《生逢一九六六》講稿〉，《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第

1期（2008年 1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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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一顯一隱的對照。陳卓然功成身退之後，閉關開啟他的自我修練和自我啟蒙。陳卓然

的方法有二：一是讀書，二是嘗試理解他人的生命。在他閉關讀書的過程中，他不再僅限

於閱讀馬克思經典，而是什麼都讀。知識系統的雜亂和不求甚解，雖然無助於建立新的思

想體系，但卻打碎了原本思想的完整性，無意中為封閉教條的思維模式找到突破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他嘗試了解家中的老革命者「繼父」和操持家務的「大姑」的生命歷程，又透

過談話體察上海「小市民」「阿明」的生命特質，藉由這些更為素樸也更接地氣的人，讓

他的生命更具有社會實感。也因此小說到了第五章最末，陳卓然再次與南昌長談，這次的

談話圍繞著他對上海市民精神的重新理解，可以與第一章他在南昌父親書房大談無產階級

革命相互對照，展現陳卓然的思想轉變與成長，同時形成小說在革命「父子」之外，關於

革命「兄弟」思想溝通的第二個層次的首尾環合。 

南昌和陳卓然這些外來的革命幹部向來將上海市井街巷的老百姓視為「小市民」，這

個稱呼不乏輕蔑的的意味。但在第五章第二十二節陳卓然與何向明（阿明）的相處過程中，

小說中鮮明地對比陳卓然的「話」與何向明的「畫」的意象和特質：陳卓然是理性的邏輯

思維，何向明是感性的直觀把握，他們各自擁有理解世界的不同才能。陳卓然雄辯滔滔，

他的言談邏輯嚴謹，充滿概念和秩序感，引經據典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何向明的敘

述則猶疑不定，生澀羞怯，他更多的時候是沉默。但他卻用素描畫出城市的芸芸眾生，在

文革亂世中依然有它的秩序和生命力。更多時候，他連畫也不畫，帶陳卓然走進城市幽密

的角落，感受市民的生機，以及包容、吸納外來資源的強大能力。17這是兩個階層的相互

理解和交融。陳卓然透過對阿明的認識，發現上海市民最大的特點是「思想和生計在他們

合而為一，是自給自足。」（頁 289）由於「思想」和「生計」合一，因此他們沒有空想，

勇於實踐。善於思辨的陳卓然最後在長談中向南昌提出「新市民」的概念，作為對「革命

第二代」的自我期許。「新市民」的概念也許融合著「社會主義新人」的革命理想與「上

海市民階層」經過長期積澱而形成的務實精神，也意味著「外來」的「革命第二代」的革

命思想資源，尋求落實於現實社會，並與現實社會相互交融，產生新的提升力量的可能性。 

在《啟蒙時代》中，王安憶藉由陳卓然和南昌作為「外來者」（不論是作為「革命第

二代」，來到上海生活的人或是他們所帶來的革命理論，都是外來的）進入上海市民生活

所得到的經驗、衝擊或體悟，描繪革命理論／理想與現實日常生活的差異與斷裂，並表達

碰撞、磨合之後，能夠相互補足與融合的期待。相較於陳卓然和南昌從「高高在上」的革

命理論「下降」，理解平凡的日常生活，何向明則是從務實的市民精神中「上升」。小說描

                                                        
17  小說特別透過許多細節，描寫上海市民女孩如何將「革命第二代」衣裝服飾的特徵巧妙地融入本地

的衣著中，形成一種新的流行，並提到「這個城市就是有這樣的功能，那就是將階級的權力屬性演

變成街頭時尚。」（頁 140）這也是政治力進入日常生活，因此產生質變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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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何向明喜歡「大」的事物，他最早的畫作，是在弄堂的水泥方磚上畫「三國」人物與故

事，這個意象既有傳統的、民俗的意味，也含有對英雄人物和歷史敘述的激情。後來在文

化大革命中，他為各派紅衛兵畫宣傳畫，他並不鑑別各派立場的差異，只著迷於畫「大」

的事物時的激情，這個描寫固然表現阿明在政治上的蒙昧，卻也呈現他擁有超越世俗的精

神性需求。因此小說接著設置阿明與王校長的對話（關於數學和唯心主義）、與陳卓然的

邂逅（關於知識和理論），都強調阿明從抽象性思維中獲取精神性拔升的契機。 

雖然王安憶最後並沒有具體地指出「新市民」應該有怎樣的思想與內涵，有怎樣的精

神性與實踐性，但透過陳卓然、南昌從革命教條出走，從革命貴族姿態下降與阿明從瑣碎

庸常的日常生活提升，都表達王安憶對人的理想狀態的思考，是精神追求與踏實生活的雙

重擁有。 

這些「革命青年」接下來的命運，是面對歷史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陳卓然和阿明

先後在上山下鄉的分配中走向工廠和皖南。阿明在皖南發現城市之外的農村鄉野和大自

然，同時也開始學習陳卓然最熟稔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些都是阿明未曾

見識的世界。而走向工廠的陳卓然，儘管滿腹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卻為工廠的巨大轟鳴與

車床粗獷凶悍的力量震懾而感到意志消沉抑鬱，這個「革命第二代」最後發現自己其實是

個「小資產階級知識份子」，與南昌父親的自我認識一模一樣，再一次呈現生命的複雜性

與血統論的荒謬。而陳卓然的體認，也意味著自我認識永遠在持續進行與深化中，同時，

自我認識也必須在生活實踐中才能達成。 

三、畢飛宇《平原》：國家政治規訓與農村鄉俗文化控制下的青春

形貌 

王安憶的《啟蒙時代》以文革初期的上海為背景，描述革命幹部子弟如何在上海市民

生活中獲取生命經驗，從而豐富原本只具備粗淺的革命理論知識的生命狀態；畢飛宇的《平

原》則以文革末期的蘇北農村王家莊為背景，描述中國農村在國家政治體制與農村鄉俗文

化兩套並存的制約力量下，農民的生活狀態。而其中又以幾位青年，包括農村文化青年端

方、「知青」吳蔓玲和混世魔王以及年輕時即來到王家莊勞改的老右派「顧後」，特別能展

現個體與兩套制約力量之間的拉扯與妥協。 

（一）農村的雙重制約力量──國家政治規訓與農村鄉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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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第二章開始，畢飛宇透過一大段文字，生動地描述國家政治體制與農村鄉俗

文化如何同時制約著農村百姓的生活方式，以及農民對兩套生活規範的對應方式： 

 

忙假結束的時候金色的大地不再是金色的了，它換了一副面孔，變成了平整嶄新的

綠。麥子一棵也沒有了，它們被莊稼人一把一把地割下來，一顆一顆地脫粒下來，

曬乾了，交給了國家。莊稼人不知道「國家」在哪裡，「國家」是什麼。但是他們

知道，「國家」是一個存在，一個指定的、很大的、無所不在的、卻又是與生俱來

的存在。這個存在是什麼樣子呢？莊稼人就想像不出來了。它帶有傳說與口頭傳播

的神秘色彩，也就是說，它是在嘴裡，至少，是在部分人的嘴裡。但是有一點莊稼

人是可以肯定的，「國家」是一個終點，是麥子、稻穀、黃豆、菜籽、棉花和玉米

的終點。糧食運到哪裡，那個地方就是國家。 

相對於王家莊來說，公社就是國家，而相對於公社來說，縣委又成了國家。總之，

「國家」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它是由距離構成的，同時又包含了一種遞進的

關係，也就是「上面」和「下面」的關係。「國家」在上面，在期待。它不僅期待

麥子，他同樣期待著大米。所以，麥收以後，莊稼人把原本的金燦燦變成了現在的

綠油油。就在同一塊土地上，莊稼人又用自己的雙手把秧苗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到

了夏至前後，中稻差不多插完了，而梅雨季節也就來臨了。十分準時。從表面上看，

這是一種巧合，其實不是。是莊稼人在千百年的勞作當中總結出來的，是莊稼人的

選擇，暗含著一代又一代莊稼人的大智慧。在莊稼人一代又一代的勞作中，他們懂

得了天，同樣懂得了地。就在天與地的關係中間，莊稼人求得了生存。通過他們的

智慧，天與地變得像左臂和右膀一般協調，磨豆腐一樣，硬是把日子給磨出來了。

當然，是給「國家」磨豆腐。18
 

 

這段文字概括性地傳達了畢飛宇所描寫的七○年代中國農村的幾個特質。首先，它呈現新

中國建立後農村集體化的國家體制（公社，以及「國家」作為糧食去向的終點）與管理層

級（公社、縣委等），這是從上到下的國家政治體制。其次，它說明農民與國家的關係，

農民的日常勞動直接與國家有關（而非個人或地主），國家在農村部分人的「嘴裡」（例如

村支書傳達國家政治命令），但同時農民又無法說清楚「國家」是什麼，因此對農民來說，

國家近在眼前又遠在天邊，看似不在又無所不在。而農民對國家的態度也同時融混著新中

國的政治思維和生活規範，以及傳統農民對「天子」、「皇帝」、「朝廷」的態度（天高皇帝

                                                        
18  畢飛宇：《平原》（臺北：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 30-31。以下小說引文採隨文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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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第三、在由「國家」所制訂的一套溝通上下的政治體系之外，農民更受制於另一套

傳統的農村規範，而這套規範背後的宰制者，是關乎天地的自然法則，天地自然決定了農

村的顏色，也決定了農民的行動時間和行為模式。這套規範甚至比國家政治規訓更為堅固

穩定，因為它直接關乎農民的生計。第四，這段敘述呈現農民認份、耐勞、堅韌、務實的

特質，善於根據現實狀況改變、調整生活模式，以適應各種外在現實的壓力或限制。由於

自然是「大」的，國家是「大」的，他們自知「個人」是渺小的，因此沒有太多太強大的

個人意見，只要不危及個人的生存，他們基本上是溫馴隨和的。 

《平原》透過生動細膩的農村日常描寫，將上述幾點特質完整地鋪展看來，如同書名

「平原」一樣，一望無際，滲透在文本的每個細節。小說開頭即描述農村最堅固穩定的力

量──天地自然法則： 

 

莊稼人的日子其實早就被老天爺控制住了，這個老天爺就是「天時」。聖人孟老夫

子都知道這個。他在幾千年前就坐著一輛破牛車，四處宣講「不誤農時」，說的就

是這個意思。「農時」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太陽和土地的關係，它們有時候離得

遠，有時候靠得近。到了近的時候，你就不能耽擱。你耽擱不起，太陽可不等你。

麥收的季節你要是耽擱下來了，你就耽誤了插秧。耽擱了插秧，你的日子就只剩下

一半了，過不下去的。所以，莊稼人偷懶了可不叫偷懶，而叫「不識時務」。（頁

14-15） 

 

天地自然法則決定了農民的「日子」，因此小說除了少數例外，通篇採用自然描寫與傳統

農村時間來描述季節的遞進，例如「麥子黃了」、「平整嶄新的綠」、「夏至」、「梅雨季節」、

「歇夏」、「三伏天」、「立秋」、「秋收」、「新米上桌」、「臘月」等等，而季節遞嬗不但決定

農民的勞動時間，也構成農民完整的鄉俗習慣，例如小說描寫三伏天時，小孩和年輕人喜

歡躺在橋上乘涼，因為「風行水上」，橋上最涼（頁 46）；而「銀河是莊稼人的時鐘」，用

銀河的方位決定日常工作內容，如同小孩子們唱的歌謠：「銀河南北，收拾倉屋。銀河掛

角，雞頭菱角。銀河東西，收拾棉衣。」（頁 47）從夏至插秧結束到立秋期間的「歇夏」，

是春忙和秋忙之間的空檔期，也是村上媒婆走動的時節，他們要在這個時間幫農村青年男

女說親牽線，到了冬閒時節才好相親或下聘禮。而臘月是結婚的最佳時機，一方面是農閒

時節，一方面若在臘月新婚趕上了「坐床喜」，孩子出生正是隔年新米上桌的時節，滋補

的新米粥不但幫產婦做好月子，米脂更灌進母親的乳房餵養寶寶。而對家境不好的農家來

說，臘月婚嫁還有一大好處，利用年貨辦喜酒，可以節省一筆開銷。這也是小說中端方異

父異母的姊姊紅粉因為懷孕必須提早在十月結婚，父母會感到為難的原因。從這些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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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可以看到自然法則如何限制並形塑鄉村的生活習慣與文化風俗，在以「勞動－收穫」

作為首要考量的前提下，將生命（生活）中必須完成的責任與義務按照重要性的先後次序

依序排入一年的時節裡，從而形成規律、循環的生活秩序，如同趙園論析中國文學中「土

地」所蘊含的豐富內涵時提到：「處天地之間，『地』規定著人類的生存形態，制約著他們

的自我意識與『世界』概念。」19同時，也可以看到農民面對生活的務實態度。 

另一方面，小說描述的是 1976 年文革結束前後，由國家政治力形成新的規範秩序也

進入農村傳統的風俗文化中，進而產生不同的面貌。王家莊絕大多數人都姓王，但在小說

的描述中，農民的勞動關係和倫理秩序不再強調傳統宗族概念，當然也沒有「地主－佃戶」

的生產關係，而是個人以社員身份加入生產隊，再由數個生產隊組成一個生產大隊，隊長

和社員們一起勞動。20大隊部的所在地是農村裡的政治權力中心，小說裡的村支書吳蔓玲

就住在大隊部裡。大隊部裡有兩個象徵國家政治力進入農村最小的行政單位「村」的設置，

一個是舞台，一個是擴音設備。傳統農村的舞台用以表演民間戲曲，現在被配合政治宣傳

的文娛表演所取代。而擴音設備就在吳蔓玲家，透過村子裡的高音喇叭，將中央指示、命

令、宣導傳送到村莊的每個家庭裡。21同時，作為村支書的吳蔓玲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符號，

她雖然不屬於任何一個生產隊，但她總是隨機地到某塊地裡與農民一起勞動，對她來說，

這樣做「主要是做一個榜樣，起一個鼓舞和促進的作用」（頁 225）。而由於吳蔓玲勞動非

常認真苦幹，大夥兒便不好像平日一樣七嘴八舌聊閒天，因此「勞動一下子就打上了莊嚴

和肅穆的烙印，分外的光榮。」（頁 226）村支書透過勞動拉近和群眾的關係，也成為一

種無形的規範力量，更是國家政治力進入農民日常生活的一層重要環節。 

此外，小說透過兩個動員全村的政治活動來展示文革時期的政治力與農村日常生活的

關係。一是 1976 年九月毛澤東過世之後村民的反應：毛澤東過世的消息讓王家莊的農民

凝聚起來，大夥兒不約而同往象徵政治權力中心的大隊部聚集：「這是真心的悲痛，雖說

                                                        
19  趙園：《地之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4。 
20  小說第一章描寫麥收時節勞動壓力大，中午吃飯時間已婚的男將女將們喜歡開黃腔調劑，女將們戲

弄的對象就是隊長，由此可見在某些農村，隊長與社員並沒有鮮明的或嚴格的階級差異。畢飛宇：《平

原》，頁 26-29。 
21  孫曉忠在對土地改革小說與農業合作化運動小說的討論中，分析共產黨四、五○年代進行土地革命

的過程中，農民小知識份子（經常也是農村工作幹部）透過「聲音」將國家文書下達村裡的每個家

庭，從而改變中國傳統國家命令僅到達「縣」或「鄉」，鄉村由地方鄉紳或地方文化菁英管理的狀態，

逐步將「自然村」納入主權國家的管理中，國家政治力也由此到達鄉村的家庭與個人。孫曉忠：〈村

莊中的行政文書──以土改和合作化小說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 6期（2017

年 6 月），頁 41-57。而這樣的文書下達形式也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

較為緊張的文革年代，「高音喇叭」又類似福柯提到「全景敞視建築」裡的「瞭望塔」，「瞭望塔」的

功能在於監視監獄裡的囚犯，「高音喇叭」則用於布達政治命令，都代表從上而下的規訓力量。法・

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7年），頁 22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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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直生活在天安門，可他天天在王家莊，他的畫像掛在每一個人的家裡，

釘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頁 231）這段描述既呈現單純的農民對毛澤東的崇拜，也以戲

謔的語調嘲諷造神運動與國家權力規訓。在支書吳蔓玲透過高音喇叭的號召之下，農民根

據生產隊的分組成立了「特別行動隊」，又依照上級的指示在大隊部設置靈堂，在九月十

五日與全國同步舉行毛澤東的追悼會。一是 1976 年冬閒時節，此時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

但中堡公社的革委會主任兼民兵營長洪大炮突然「進攻」「佔領」王家莊，模擬「解放王

家莊」，如同他在每年四月二十三日都要模擬國共內戰末期共軍佔領南京的「渡江戰役」

一般。而整個王家莊在歡慶解放的過程中，讓過新年的熱鬧氣氛提前到來，富有政治意涵

的「歡慶解放」與傳統農村的過年節慶由此形成巧妙的連結，成為農民冬閒時節的娛樂活

動。這兩個政治活動可以看到共產黨自四○年代在解放區逐漸形成的「動員」模式在農村

產生新的政治行為，以及「農民－士兵」的農村組織與功能。22
 

在傳統農村鄉俗文化與國家政治力的介入對農村產生的雙重規訓之外，小說也細緻地

深入日常生活，描寫兩者相互碰撞、滲透、磨合和影響的情況。例如小說中敘述「歇夏」

時節負責為青春男女牽紅線的職業媒婆在 1949 年後被視為寄生階級而消亡，但不意味著

媒婆的工作不再被需要，而是由幹部的妻子或鄉村女教師來勝任。而小說中最大的愛情悲

劇是三丫的死亡，導致端方和三丫無法結婚的最大阻礙是他們的母親沈翠珍和孔素貞。由

於孔素貞出身地主階級，成分不好，孔素貞出於自尊不願意讓三丫高攀端方，而沈翠珍則

把三丫視為碰不得的瘟神，碰了要倒八輩子的楣。傳統門當戶對的內涵如今被階級成分所

取代。然而也有些農民習性和鄉俗觀念是強大的政治力都難以撼動或改變的，例如農民「公

心」的建立：小說描述吳蔓玲為了農地用水的便利，為王家莊爭取了柴油機等機械化的灌

溉設備，讓全村人都受惠，但由於總幹渠是王家莊的，不屬於任何一個生產隊，因此沒有

任何人願意承擔管理抽水站的責任。吳蔓玲由此深刻體悟到推行農村集體化的艱難之處：

「莊稼人的心目中其實是沒有集體的，不要說公社，就是連大隊、生產隊都沒有。莊稼人

的心中只有他們自己。」（頁 169）。即使農民的生活形態已經完全集體化，但他們的思維

與行為卻仍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又例如孔素貞篤信佛教，即使她曾因「搞封建迷信活

動」而被批鬥，但她仍堅持拜佛誦經，在她家的神龕裡，外層是毛澤東的石膏像，內層是

佛像。毛澤東去世時，她因思想不純正而被排除在參加追悼會的行列之外，但她卻用傳統

                                                        
22  蔡翔在《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像（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二章中即從土改小說與農業合作化運動小說中總結出「動員－改造」的小說敘述結構，而這

兩類作品又與共產黨在農村的土地工作實踐有密切的對應關係，因此「動員－改造」也可以看做是

共產黨進行土地革命的路徑與目的。而「農民－士兵」的農村組織形態則形成於抗日戰爭時期的解

放區，農民平時耕種，戰事吃緊時參軍，或在物資上支援軍隊。可參見美‧弗里曼、畢克偉、賽爾

登：《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 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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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陸道場誦經超度的方式完成對毛澤東的追思。再如農民老魚叉年輕時曾因積極參加土改

運動而成為王家莊最大的受益者，分得地主王二虎的家宅和女人，但他在晚年卻頻頻「看

見」已死的王二虎來要求他歸還房屋和腦袋，他在「還」與「不還」之間猶疑反覆，最後

他在毛澤東過世之後回顧自己的一生，爬上屋頂向著正北方（北京）下跪磕頭後墜屋而亡。

老魚叉「身殉毛主席」的舉動可以理解成傳統貧農對毛澤東「感恩戴德」的心情，因為毛

主席讓他「翻身」過上好日子，但他在墜屋前大聲喊著：「乾淨了！」又帶有以死「償還」

當年批鬥地主王二虎的虧欠之意。在老魚叉的自我回顧裡，他一輩子的夢想不過就是像所

有傳統單純的農民一樣，希望發家致富過上地主般的好日子，這意味著國家的政治力從來

不曾真正「改造」過農民的內在思維，民間百姓自有一套生命法則。 

（二）農村青年的青春形貌──生命價值感的渴求與困境 

由於農民務實耐勞的特質，他們多半安於依照季節時令與國家政策而勞動、生活的循

環狀態。小說中特別能呈現個體與農村兩種制約力量的接受、妥協或拉扯、衝突的複雜關

係，是主人公端方，「知青」吳蔓玲和混世魔王以及「右派」顧先生，他們的共通特點是

「外來者」與「青年知識份子」。 

小說主人公端方是半個「外來者」，他雖然是農村出身的青年，但卻是王家莊的「外

來者」：他原本被寄養在外婆家，十四歲才到王家莊跟著再嫁的母親生活，後來又到中堡

鎮上高中，直到高中畢業才回王家莊長住。端方回家後首先面對的問題便是作為一個「家

庭」與「村莊」雙重的外來者，如何透過家人村民的認同來確立自己的社會位置。而要獲

得家人村民的認同，首先必須承認、接受並進入傳統的鄉俗文化系統。小說前五節集中描

寫端方的兩個事件，一是在勞動方面，從好強逞能到認識大自然的嚴酷，掌握勞動的節奏，

成為合格的勞動力；二是在大棒子淹死的事件上，利用自己的膽識和武力保護家人。通過

這兩個事件，端方奠定了他在家中的地位，也讓村民，包括農村的小流氓佩全等人見識到

他的能耐。由此可以看出，勞動力和家庭是傳統農民最強調的價值，只有在這兩方面獲得

認可，才算是真正在農村立足。 

然而，端方畢竟是見過農村之外的世界、高中畢業的知識青年，因此他具有更為複雜

的生命感覺與更強大的實現自我生命價值的精神需求。他經歷麥收的辛苦勞動，忽然明瞭

農民的生命狀態：「莊稼人就這樣，一輩子就做兩件事，第一，種莊稼，第二，收莊稼。」

（頁 29）因此他對自我生命價值產生懷疑： 

 

小學五年有什麼念頭？初中兩年有什麼念頭？高中兩年又有什麼念頭？還不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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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就趴在這塊泥土上。端方躺著，嘴裡頭吹著小調調，心底裡卻對背脊底下的泥

土突然產生了一絲的恐懼。還有恨。泥土，它不是別的，說到底它就是泥土，沒心

沒肺，把你的一生一世都摁在上頭，直到你最後也變成一塊泥土。（頁 29） 

 

農村出身的端方是在真正進入農村循環式的勞動生活，並對生命價值感到懷疑之後，才產

生背離農村的念頭，但這念頭也不非常穩固。直到他在第十六章帶著小母豬到鎮上配種，

重返久違的母校中堡中學，又與中學時期心儀的女孩趙潔意外重逢，他忽然醒悟回到農村

的自己已經是城鎮的「局外人」，而自己「一寸一寸地矮下去了」（頁 258），才下定決心

離開農村去當兵，「到更大的地方去」（頁 259）。背離農村的念頭不僅包含著對未來生命

可能性的想像，也混雜著知識份子對自我生命價值的實現，以及對精神性的追求。 

因此小說中對於端方諸多行為的描寫，都與端方作為農村文化青年的精神構造有關。

金理注意到端方「在逃離的路上也每每身不由己地做出些偏離正途的『晃蕩』」，金理偏重

在從端方的「晃蕩」察覺作家「在逃離與囚禁之間，有一段『混沌』的地帶。」23個人認

為若以「混沌」來解釋端方的精神構造，也是非常恰當的。端方有一種不甘於平凡、渴望

超越（超越平凡、超越世俗、超越封閉循環的生活等等）的精神追求，但具體的目標為何？

他並不清楚，只是被種種「超越」的、「充實」的精神感受所吸引，這使得他在農村裡顯

得特立獨行。例如對普通農民來說，他們享受農閒時節的輕鬆生活，但對精力旺盛又不滿

於現狀的端方來說，農閒時節的無聊便格外難熬，於是小說描寫他在盛夏的午後，在村中

的巷子折返跑，巷子裡揚起的塵土讓他感受到千軍萬馬的壯闊感，他為這種壯闊感到滿意。

而他在對養豬工作感到無趣之時，他開始舉石擔子鍛鍊自己的肌肉和協調性，這種鍛鍊方

式是他在中堡中學讀書時做過的。這種農村從未見過的鍛鍊方法吸引很多村民圍觀，讓端

方有了炫耀的快感。這些描述一方面呈現端方青春男性的充沛精力和表現自我的欲望，另

一方面也呈現端方對「成就感」、「價值感」和「超越感」的渴求。 

端方的工作狀態與人際往來，也展現他對生命價值感與精神性的渴求，他所感興趣的

人、事，往往來自封閉循環的王家莊之外的世界。端方為了獲取當兵的機會，決定跟隨「老

駱駝」養豬，透過最髒最苦的工作，換取申請當兵時「政審」的優勢。老駱駝開始向端方

傳授「豬經」時，他對老駱駝非常佩服，因為老駱駝開啟了他所未知的、豐富的養豬知識，

而這養豬學問是從縣城裡學來的。但這種佩服沒有持續太久，當他發現老駱駝只講「豬經」，

「只是豬，永遠是豬，沒有別的」（頁 252）他便感覺自己只是個「豬學生」而意興闌珊。

                                                        
23  金理：《歷史中誕生——19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小說中的青年構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八章「『文化網絡』的知識考古，文學的『虛』與『實』——端方和《平原》的意義」，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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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他意外撞見老駱駝對母豬發洩欲望，他覺得老駱駝是「拿自己當了豬」，害怕自己繼

續待在這裡，「遲早有一天也不是人」，便完全失去養豬的動力。後來在黑母豬產下十六隻

小豬時，老駱駝告訴他最後一隻小豬多半是死，如果能把這隻小豬養活，才算是會養豬，

端方便激起了高昂的工作興致，認真地照顧「小十六子」，他在照顧的過程中感到充實的

快樂，便也轉移了無法去當兵的失望。對端方這樣的農村文化青年來說，「要做什麼」未

必是非常確定的，但生活中若缺乏充實感、成就感等生命價值與精神追求，便百無聊賴。

此外，端方在閒暇時節經常往來的是赤腳醫生王興隆和混世魔王，王興隆曾在部隊上做過

衛生員，還學會了自製汽水；混世魔王是來自南京的知青，經常靠空想和閒聊來回顧過去

和展望未來，他們都為端方開啟了不同於「現在」、「此地」的「超越性」想像。旺盛的生

命活力與混沌的生命目標的結合，可以說是端方青春形貌與困境的寫照。 

同時，畢飛宇也在端方的生命經歷中，涵納了個體與文革末期的政治文化、社會氛圍

的交互作用。端方與他的同黨佩全等人在鄉里撒野的行徑，可謂王朔〈動物凶猛〉的農村

版，同樣展現壓抑年代狂熱躁動又無處宣洩的青春精力。畢飛宇描述端方確立自己在小團

體裡的「首領」位置，並藉機「教訓」老二佩全時，端方以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奇襲

白虎團》中的「智」和「奇」強調「動腦子」的重要。這段描寫再次展現端方作為農村文

化青年超越於他人的眼光、見識與膽量，也頗讓人聯想到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政治

鬥爭，包括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等人的手腕。 

而端方與「右派」顧先生的談話，從另一個側面象徵政治意識形態和理論與生命問題

的關係。來到王家莊十八年的「右派」顧先生是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知識份子，又

是生命經驗較為豐富的年長者，因此端方每一次遭遇生命較大的苦惱，他都不自覺地去尋

求顧先生的意見。第一次是三丫死後。在愛情方面頗為懵懂的端方對三丫死亡的反應頗為

奇特：他為想不起三丫的長相而感到苦惱，竟興起想刨墳開棺看清楚三丫長相的瘋狂念頭，

此時他遇到了顧先生。專注於宣揚馬克思主義的顧先生以「徹底的唯物主義」回應端方的

苦惱，讓端方在談話中感到「開闊和馳騁的性質，特別地大，是天馬行空的。」（頁 208）

這種理論性、精神性的談話從某方面滿足了端方的心靈，並轉移了端方想看清楚三丫長相

的執念。這種精神狀態頗類似《啟蒙時代》中南昌們對「理論」、對「談話」的著迷。端

方與顧先生的第二次談話是因當兵的資格掌握在吳蔓玲的手裡，而感到了「命運」的殘酷：

「命運不是別的，命運就是別人」，「『他』或者『她』，永遠是『我』的主人。」（頁 303）

但如同《啟蒙時代》中的革命理論教條解決不了南昌的青春課題，顧先生的經濟理論和哲

學也解決不了端方有關「權力結構」、「命運困境」的生命大哉問。革命理論有時充實、豐

富了青春成長中的生命，有時轉移了青春的苦惱，但有時又在生命的根本問題前顯得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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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之外，吳蔓玲從「知青」到「村支書」的發展歷程也使她成為小說中承載豐富意

涵的人物。畢飛宇曾在與張莉的訪談中強調他在大學階段一直關心、思考人類的「異化」

問題，這個關懷有其特殊的歷史背景。畢飛宇在 1983 年進入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書，

此時正是「異化理論」成為文化界主流思潮的時期。自文革結束之後到八○年代中期，黑

格爾與馬克思兩種不同傾向的「異化」觀與人道主義相互結合，成為中國文化界思考中國

革命何以出錯（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反省文革傷害的重要理論資源，並因符合文革之

後亟待宣洩的社會情緒而受到歡迎。24在談到《平原》的創作時，畢飛宇提出異化問題「來

自權力」：「在任何時候，集權都是奴役之路，也是異化之路。」25「異化問題」的確是《平

原》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畢飛宇對「右派」顧先生、「知青」混世魔王與吳蔓玲等因政

治運動而來到農村的「外來者」的塑造與描寫，都圍繞著政治運動對人的「異化」展開，

許多評論也關注於此。 

其中，「右派」顧先生與「知青」混世魔王的人物形象相對單純，都偏重國家權力對

個人命運的宰制。如同《啟蒙時代》中的陳卓然熟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顧

先生則將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原名為〈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倒背如

流，是個異常執著於將政治規訓內化為自我檢查、自我改造的標準，並致力於在農村宣揚

馬克思主義的知識份子。但如同汪政所言： 

 

《平原》中，最典範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的傳播者是由右派顧先生來充當的，從大量

的政治原典到普通常識，雖然顧先生耳提面命，苦口婆心，但始終未能找到知音與

響應者，顧先生連同他的語言一直未能融入王家莊，這從兩方面說明了「文字」的

悲哀。26
 

 

顧先生的形象既說明政治運動如何從內在與外在同時改變了知識份子的命運與精神構造，

也說明了純理論化的革命經典與鄉俗文化、農民思維的隔膜，如同《啟蒙時代》中南昌們

的革命教條與上海市民生活之間的斷裂。相較於顧先生因「反右運動」而來到王家莊進行

勞改，混世魔王則是因另一場大型政治運動──「知識青年上山下鄉」來到王家莊的「知

                                                        
24  有關八○年代「異化」理論與人道主義思潮的關係、異化理論在中國五○年代到八○年代討論方式

的歷史演變，以及異化理論的內部論爭與八○年代社會氛圍的關係等問題，可參見賀桂梅：《「新啟

蒙」知識檔案──80 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二章「二、青年馬

克思或黑格爾：『異化』論與歷史敘事」，頁 61-74。 
25  畢飛宇、張莉：《小說生活》（臺北：九歌出版社，2015年），頁 295-296。 
26  汪政：〈王家莊日常生活研究──畢飛宇《平原》札記〉，《南方文壇》2005年第 6期（2005年 11月），

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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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小說藉由混世魔王來到農村之後，從「假積極」到自暴自棄虛度生命，再到使用暴

力獲取離鄉當兵的機會，既呈現過於嚴酷的體力勞動與行為檢查標準，27也呈現知青在上

山下鄉後一心回城的普遍心理狀態。 

相較於顧先生與混世魔王，吳蔓玲的塑造更為複雜飽滿。畢飛宇塑造吳蔓玲的初衷也

許同樣強調政治規訓下的「異化」問題，但文本所呈現出來的訊息卻遠比「異化」概念更

為豐富。 

小說描述吳蔓玲得以從「下鄉知青」晉升為「村支書」的重要原因，在於她將「毛主

席」的「訓示」內化為思想行為的準則。初到王家莊上山下鄉的吳蔓玲為求表現，提出了

著名的「兩要兩不要」：「要做鄉下人，不要做城裡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頁 66）

並身體力行、勤奮苦幹，夾在男人堆裡從事農村裡最苦最重（如挑大糞）的勞動，努力將

自己改造成一個「鐵姑娘」。吳蔓玲的積極拼命，幾乎媲美五○年代以來共產黨所推崇、

表揚的「勞動模範」形象。同時為了融入農村生活，消弭與農民之間的界線，她像農民一

樣赤腳行走，學習王家莊的土話，偶爾跟著農民講粗話，從說話口音、方式和動作上打破

與農民的差異和隔膜。等她當上了村支書，她依然認真勞動、工作，對待鄉民親切熱呼，

從不擺架子，更為了不使自己與群眾隔離開來，她在吃午飯時捧著大碗公，與農民一起蹲

在樹下吃。這一切讓吳蔓玲獲得政治權力和王家莊農民真心的讚賞與疼愛，當然她也為此

付出代價，她因強於沉重的勞動而變成外型壯碩邋遢、動作粗魯隨便的男人婆，失去了女

性的嬌柔嫵媚，在她當上了村支書後，更失去了結婚的機會。從「異化」的角度來看，吳

蔓玲的行為模式與發展經歷很類似韓少功在分析文革時期獨特的競爭模式與心理狀態時

提到的「全民聖徒化」。在《革命後記》一書中，韓少功特別提到文革時期民間的心理狀

態大致可分為「奉獻型競爭」和「攻擊型競爭」兩種型態，前者靠表現自己的無私，釋放

自己的勇敢，從而獲取從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到共產黨員、先進楷模等等向上攀登的機會；

後者靠樹立敵人類型、偵察敵人、發現敵人到揭發敵人、鬥倒敵人來消滅競爭對手，確保

自我利益。前者是「自我造神」；後者是「外在造魔」。在「自我造神」和「外在造魔」的

兩種情境下，逐漸演化成「全民聖徒化」和「全民警察化」交互作用、互相推高的社會氛

圍。韓少功精彩的演繹和精準的總結完整地開展了文化大革命的「規訓與懲罰」，「全民聖

                                                        
27  小說描寫混世魔王剛到農村時也曾努力幹活，但他很快發現那不叫幹活，而是「拼性命」。當時有句

流行的口號：「要問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要問苦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因此對於「表現」

的審查標準是，「看誰更不要命，看誰拿自己的身子更不當東西。誰敢作賤它，敢把它往死裡整，誰

才算有了『表現』。」這過於艱難的「表現」標準，讓混世魔王很快地放棄了努力勞動。畢飛宇：《平

原》，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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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化」可謂自我規訓與自我改造的結果，「全民警察化」則是規訓、懲罰他人的方法。28從

這個角度來看，吳蔓玲雖然是權力的掌握者，但同時也是政治規訓的受害者和異化者。 

然而吳蔓玲的形象卻比韓少功「聖徒化」的「奉獻型競爭」來得更為複雜。「奉獻型

競爭」是政治規訓下為求生存與自保不得不然的虛假的「自我改造」，當事人心不甘情不

願，只求達到目的，小說中的混世魔王便屬於這一類。但吳蔓玲卻充分表現人在特殊環境

中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她初下鄉時的力求表現也許包含著由奉獻競爭而晉升的企圖心，但

在長時間積極勞動與融入群眾的實踐過程中，卻不能說她沒有真心與熱情。吳蔓玲進入農

村的過程與精神狀態更接近佛洛姆在討論人與外在環境的交互作用時提到的「動態適應」
29，「動態適應」的精神狀態使她在工作中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與成就感的滿足，也因此

除了婚姻愛情的失落讓她感到落寞和遺憾之外，她並沒有後悔她為農村所做的一切，在文

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她也沒有離開農村的念頭。 

此外，小說也在吳蔓玲融入農村的過程中，再次呈現國家政治規訓與農村鄉俗文化之

間的複雜結合。從表面上看，吳蔓玲著名的「兩要兩不要」似乎是為符合當時的政治思維

和政策而提出的，但細究之下卻可以發現更為豐富和複雜的內涵。「要做鄉下人，不要做

城裡人」也許可視為中共建國後政治意識形態對「城鄉」地位的翻轉，畢竟自「進化論」、

「現代化」成為歷史進程和社會發展的思想主潮後，「城」與「鄉」儼然成為「進步」與

「落後」的對照。但「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卻明顯帶著「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印記，

也由於「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影響了婚姻中的男女關係，似乎在婚姻關係中，只能男

強於女。正因為這個原因，導致吳蔓玲成為支書後，無法讓自己「下嫁」給任何一個男人，

即使是端方。而村莊裡的任何男人也不敢「高攀」她。因此吳蔓玲的命運所展現出來的，

不僅是政治規訓的異化問題，也包含著傳統觀念與鄉俗婚配文化中的各種考慮。 

而作為「外來者」的吳蔓玲進入農村的方式，也是依循農民的鄉俗文化與情感認同，

就如同端方透過表現勞動力和保護家人而獲得家人與村民的認可一般，吳蔓玲也是透過積

極勞動與融入群眾這些真實的「自我改造」，讓王家莊的農民認可並真心喜歡她。小說中

描寫吳蔓玲與農民的互動，充分表現吳蔓玲認真於農村群眾事務的真心，以及農民認可吳

                                                        
28  參見韓少功《革命後記》中的「地位競升的兩種通道」、「全民聖徒化（上）」、「全民聖徒化（下）」、

「全民警察化（上）」、「全民警察化（下）」、「聖徒化×警察化」等節。韓少功：《革命後記》（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73-125。 

29  佛洛姆的心理學強調個人與外在世界的獨特連結與交互作用，具體的社會現實刺激、造就了人格差

異與內在趨力的形成，而人在面對世界時也擁有能動性和創造力。同時，他將人對外在的適應分為

「靜態適應」與「動態適應」，前者指「個人在整體性格結構未變動的情況下去適應某些模式，也就

是採用某種新習慣」，後者指「個人順從了某些外在環境，但這樣的適應行為卻在他身上創造出新的

東西，引發新的趨力和新的焦慮。」參見德‧埃里希‧佛洛姆：《逃避自由》（臺北：木馬文化有限

公司，2015年）第一章，頁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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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玲之後，對她的溫情體貼。因此當吳蔓玲在好姊妹志英的婚禮上酒後失態，鄉親們知道

吳支書心口有傷，都不忍心再對吳蔓玲開婚姻問題的玩笑。從這些生活細節中，可以發現

在政治權力之外，農村人際之間更為牢固的，還是最根本的人情道理與情感認同。 

四、生命經驗、世代特質與文革書寫 

如前所述，若以王朔的中篇小說〈動物凶猛〉作為對照，王安憶的《啟蒙時代》與畢

飛宇的《平原》同樣以青年作為主人公，描述文革時期的青年生命狀態。但是，相較於〈動

物凶猛〉著重呈現革命幹部子弟的肉體欲望和行為衝動，《啟蒙時代》更偏重描繪革命幹

部子弟的內在精神構造；相較於〈動物凶猛〉革命幹部子弟的城市遊蕩，《平原》中端方

及其同黨的單挑鬥毆打群架，是「農村版」的「動物凶猛」，同樣展示青春男孩「打雞血」

般旺盛勃發的生命精力。由此可以發現性別差異造成的書寫特色：王朔與畢飛宇都擅於傳

神地呈現青春期男孩精力充沛、熱血蓬勃又略帶盲目衝動，好勇鬥狠好強爭勝的血性特質，

其中甚或不乏作家個人的青春感覺與記憶；王安憶則偏重在描述「內向性」的青春男孩的

蒙昧、猶疑與困惑，這種精神特質也許與青春女孩更為接近。 

然而，《啟蒙時代》與《平原》不同於〈動物凶猛〉之處，在於〈動物凶猛〉主人公

的交誼往來與遊蕩所在，都不超出北京軍區大院及其特定身份的活動空間。而《啟蒙時代》

與《平原》的主人公，不論是建國後「南下幹部」子弟的南昌、陳卓然或是「農村文化青

年」端方與「知青」吳蔓玲等，都以「外來者」的身份進入老百姓已然規律化、秩序化的

日常生活，這使得這些青年個人青春成長的課題與外在陌生的生活機制、生存法則形成相

互對照、碰撞、競合、交融的複雜關係，他們有時成功，有時挫敗，引發新的體悟與思考，

從而創造出新的生命狀態。同時，小說也由「外來」的主人公進入百姓生活的過程，展開

對文革時期日常生活細節的描寫。在這些細節描寫中，較為完整地呈現文革時期的革命理

論教條或政治權力落實到具體生活中，與民間文化習慣產生的矛盾衝突、隔膜斷裂、磨合

妥協或相互交融和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兩部文革小說既不聚焦在文革事件本身，意

即常見的由文革所產生的諸如政治檢查、批鬥大會、身體暴力、精神迫害等情節的描寫，

也不僅僅將文革作為小說人物活動的背景，而是將文革的革命理論、政治意識形態與政治

規訓或內化於知識青年的思想，或滲透於民間百姓生活，產生制約的力量，並與百姓原有

的傳統思維、市民精神、鄉俗文化等等發生種種化學反應，而人在其中又充滿能動性，不

論是知識青年或民間百姓，都有一套或抵抗或對應或順從外在世界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

《啟蒙時代》與《平原》開啟了不同於許子東所歸納的四種文革敘述的新視角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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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和畢飛宇都是擅長描寫現實日常生活，卻又對精神性追求與抽象性思維充滿興

趣的作家。在王安憶的小說創作歷程中，她既有如〈叔叔的故事〉、〈烏托邦詩篇〉、〈歌星

日本來〉等被陳思和譽為「營造精神之塔」的三部曲，30有〈傷心太平洋〉、《紀實與虛構》

等追溯、重建（虛構）父母家族史的歷史敘述，也有從《長恨歌》以降為數眾多描寫上海

市民生活與精神面貌的長、中、短篇小說，前二者展現王安憶對精神追求的執迷，後者展

現她對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體察與描寫功力。畢飛宇則直言： 

 

我的能力在「及物」的部分，我的興趣卻在「不及物」的那個部分，當語言離開了

具體的事物，進入到抽象那個層面的時候，我往往很來勁。從物到物，從人到人，

我會很快樂，但是，從概念到概念，這裡頭始終有一種讓人痴迷的力量。31
 

 

畢飛宇早期的重要作品如〈是誰在深夜說話〉、〈敘事〉、〈雨天的棉花糖〉等，以先鋒形式

思辨、解構或敘述歷史，具有強烈的抽象思維色彩，但在九○年代中期之後，他刻意鍛鍊

「寫人物」的寫實能力，在 2000 年〈青衣〉之後的作品，包括《玉米》三部曲、《平原》、

《推拿》等，不論是描寫當代都市生活，或是七○年代的農村生活，他對日常生活的細節

描寫與人物幽微心理狀態的捕捉都極為精準生動。個人以為，正是抽象思維與精神追求的

興趣，結合了現實日常生活的描寫能力，造就了他們獨特的文革書寫：在「大」的歷史關

懷之下，以生活細節鋪展人與社會的複雜性。 

然而，由於生命經驗、世代特質與作家創作個性的差異，使得王安憶和畢飛宇的文革

小說也開展出不同的特色。相對於上海市民，王安憶也屬於南昌那類「外來」的「革命幹

部子弟」，因此王安憶選擇了南昌作為小說主軸，透過南昌的遊蕩進入上海的市井巷弄，

讓上海市民的氣息與市聲撲面而來。小說末尾，雖然南昌的學習之旅尚未完成，蒙昧狀態

並未完全驅除，新的生命問題還將到來，但南昌都會繼續勇敢前行，小說由此開展出「未

知的前景」，儘管是未知的。這也是王安憶創作的一貫特色，王安憶的小說始終帶有五○

年代作家常見的「理想主義」，32她在八○年代中期之前的作品如「雯雯系列」小說、〈本

次列車終點〉、〈命運交響曲〉、〈流逝〉、〈閣樓〉等，都具有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她

的理想主義表現在相信人類有夢想，未來有前景，生活有奮鬥的目標，精神生命渴望提升

                                                        
30  陳思和：〈營造精神之塔——論王安憶 90年代初的小說創作〉，《文學評論》1998 年第 6期（1998年

11月），頁 50-60。 
31  畢飛宇、張莉：《小說生活》，頁 114。 
32  五○年代出生的許多重要作家，例如史鐵生、張承志、韓少功、張煒、王安憶、張抗抗等人的作品

都有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儘管他們的「理想主義」各有不同的內容，尚待一一鑒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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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但與此同時，小說的人物形象卻不是高蹈的，而是在現實的衝突與爭執中學會不

斷地妥協與和解。王安憶展示了理想與現實一種特殊的結合模式：理想是要靠現實生活中

的實踐來完成的。延續到《啟蒙時代》，南昌們也必須從革命理論教條走出，落實到上海

市民的具體生活中，生命才可能走出新的道路。從這個角度看，王安憶在多年之後重返文

革題材的寫作，正是將她八○年代的理想主義特質、九○年代初期〈叔叔的故事〉等作的

精神追求、九○年代中期《長恨歌》之後對上海市民生活的細節描寫等創作特色，與她青

春時期親歷的文革經驗相互結合，鎔鑄成獨特的文革小說。張新穎曾以「斜行線」來形容

王安憶的創作歷程： 

 

這條斜行線的起點並不太高，可是它一直往上走，日月年歲推移，它所到達的點不

覺間就越來越高；而所有當時的高點，都只是它經過的點，它不迷戀這暫時的高點，

總在不停地變化著斜率往上走。33
 

 

「斜行線」不僅可以形容王安憶的學習狀態與創作歷程，用以形容她的小說發展走向與人

物心理狀態，常常也是非常恰當的。 

而六○年代在農村出生、成長，在文革期間隨著父母從農村遊走到城鎮、縣城的畢飛

宇，其成長經歷也提煉成《平原》的獨特風格。農村的成長經驗使他充分了解農民的生活

型態與精神面貌，以及國家政治規訓與農村鄉俗文化對農民生活、行為的雙重制約。同時，

畢飛宇童年時期隨著父母從這個村莊搬家到另個村莊，那種生活連根拔起又重新建立人際

網絡的經驗，與端方作為「半個外來者」（是農村人，但不是「王家莊」人）的生命感覺

有相通之處。34而畢飛宇也曾提到年少時期在農村跟隨「知青」闖蕩的經驗，並強調《平

原》中一定要寫「知青」的原因： 

 

對我個人來說，知青是重要的，他們在我的精神史上起到過特別重要的作用，但是，

知青文學不該只有一個作者，還有一個作者是不能缺席的，那就是土生土長的村子

裡的人。35
 

 

                                                        
33  張新穎：〈學習者，斜行線〉，《斜行線——王安憶的「大故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

6。 
34  畢飛宇童年時期在村莊之間遊走，並逐漸走向興化縣城的生命經歷與感受，可參見畢飛宇：《造日子》，

頁 7-11。 
35  畢飛宇、張莉：《小說生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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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小說中的吳蔓玲成為作家用力甚深，也很複雜飽滿的知青形象。 

與許多六○年代的先鋒派作家，如余華、蘇童、格非等人一樣，畢飛宇的創作發展也

是從先鋒走向寫實。八○年代中期的先鋒小說常以脫離具體時空但荒誕、變形、詭異的情

境影射文革的喪亂與荒蕪，也常以非現實或反現實的形式解構語言秩序、歷史敘述或意識

型態結構。《平原》的書寫通篇落實在農村日常生活，但在小說末尾卻有魔幻寫實色彩的

先鋒痕跡。小說最後一章描寫洪大砲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仍模擬「解放王家莊」，進而讓

農村青年親身體驗實彈射擊與手榴彈爆破的戰爭驚險場面之後，端方回到養豬場的小棚

屋，卻看到小豬橫屍遍野，彷彿剛剛經歷一場戰爭，是黑母豬把所有小豬全都咬爛了。接

著是吳蔓玲因被她所養的狗「無量」咬傷而狂犬病發作，吳蔓玲在癲狂之時咬了端方一口

說：「端方，我終於逮住你了！」（頁 382）小說戛然而止。這個驚悚慘烈的結尾充滿荒涼

死滅的末世感，似乎意在表現文革亂世結束時壓抑無光、疲憊困倦的時代氛圍，與許多先

鋒小說所呈現的文革意象與生命感覺非常相似。畢飛宇曾在討論到這個結尾時說：「端方

是一個『文革』的帶菌者」。36從這個結尾往前看，整部《平原》鋪展端方作為農村文化

青年精力旺盛但找不到安頓生命的方法和目標，但這困境似乎不是端方個人的，而是整個

時代的。經歷過文革的端方，必定帶著文革所遺留的種種痕跡繼續生活，而文革歷史所產

生的種種問題，也將在文革結束後以各種面貌反覆現形。 

五、結語 

作為中共建國之後重大的政治運動與歷史事件，文化大革命是親歷者無法迴避的一段

歷史。王安憶在創作歷程中幾度重返文革時代，畢飛宇說：「我答應過自己，要為上世紀

七十年代留下兩本書。有了《玉米》和《平原》，我踏實了許多。」（《平原》書封）可以

看到作家隨著生命經歷的開展，仍不斷回顧，並嘗試重新理解、分析、詮釋自己所親歷的

文革歷史的企圖心。 

在《啟蒙時代》與《平原》中，兩者都呈現文革時代青年的蒙昧狀態，《啟蒙時代》

南昌的課題在於認識革命教條的過於簡單、自我身份的確認與人際關係、愛情等人生問題

的學習；《平原》中的端方則透過勞動、戀愛、人際往來與打架鬥毆展現他精力旺盛，充

滿肌肉、速度和蠻力的青春形貌，並從中流露農村文化青年不安於現實的精神性追求與人

生目標的迷茫。整體來說，《啟蒙時代》藉由南昌、陳卓然等革命幹部子弟從理論教條出

                                                        
36  黃念欣、畢飛宇：〈簡單、豐盈，清澈、深邃〉，《中國作家》2011年第 12期（2011 年 12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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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入上海市民文化，以及何向明從上海市井出走，接觸各種抽象思維的雙向交流，來

強化她自創作以來，始終強調的現實感與精神性的兼備；而《平原》則完整呈現文革時期

農村政治規訓和鄉俗文化兩套行為規範對農村百姓的控制，以及人在其中與之磨合的能動

性，也透過端方的經歷說明農村文化青年生命出路的困境。 

同時，這兩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以「外來者」的身分進入老百姓的生活，透過青春個

體與民間日常生活的遭遇，描述革命思想、政治規訓與傳統民間生活之間相互碰撞、滲透，

或隔膜斷裂，或交融競合而產生的種種化學變化。小說一方面開展對文革日常生活的細緻

描寫，一方面充分展現個體面對外在現實的積極性和能動性，由此開啟不同於許子東所歸

納的四種文革敘述的新模式。而藉由對文革時代青年精神構造的描述，作家們似乎意在追

問這些青年如何成長，又將如何形塑文革結束後的中國當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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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 Anyi （1954-） and Bi Feiyu （1964-） each published a novel around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lightenment （2007） and Prairie （2005）, 

respectively. Both books were set in the tim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with teenagers being their 

main characters, and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life and difficulties of adolescen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th a rather political background, the novels involved the political 

regulations and everyday life, the revolution ideology and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of the 

conflict and understanding, permeation and fusion, and alienation and segmenta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life, a result of putting ideology into practical us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writings, this research observed how the two authors presented life 

and the shaping of teen mind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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